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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 ２８４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的面板数据， 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

方法， 多维度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进行评估。 研究结果显示： “宽带

中国” 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运用工具变量法、 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
结论仍然成立。 机制分析表明， 缩减数字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创新创业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

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机制。 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 大中规模城市以及较高传统基础

设施水平地区， 数字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较为明显； 而在西部地区、 小规模城市以及较低传统基础设施

水平的地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收效应不明显。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周边

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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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以 “三农” 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历来强调 “三农” 问题在中国现阶段的重要地位。 ２０２２ 年中央

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指出， 要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覆盖， 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确保农民稳步增收、 农业稳产增产，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随着以云计

算、 大数据、 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对

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的广阔需求。 与传统基础设施所不同的是， 数字基础设施具有数字化、 网

络化、 智能化等特性， 数字化的乡村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 为智慧

农业生产、 农村电商等数字乡村关键应用场景提供基础， 有利于实现智慧农业，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和治

理水平。 那么，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能够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推动力？ 数字

基础设施影响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和渠道是怎样的？ 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利于丰富数字乡村建设

的研究内容， 而且对于解决乡村产业发展的薄弱问题、 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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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产业发展、 企业技术变革以及经济高质

量发展影响等议题上， 主要包括： 从农业现代化发展角度阐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作

用机制与面临的瓶颈［１－２］； 从制造业或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阐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结构升级效

应［３－４］； 探析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企业产品服务形态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５－６］； 从对外贸易高质量

发展的角度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作用机制［７－８］。
长期以来， 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９］， 关于农村居民收入的研究大

多集中在影响因素、 收入构成以及收入分配等议题上， 主要包括： 从要素配置角度研究劳动、 资本、 土

地等生产要素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１０－１１］； 从收入构成角度进一步探讨对农民工资性收入、 非工资性收

入的异质性影响［１２－１３］； 从收入分配视角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现状、 影响以及缓解收入不平等的路径进

行研究［１４－１５］。 数字基础设施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上由第五代固网、 ５Ｇ、 工业互联网等高度交叉融合所

形成的基础设施， 是传统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相融合的结果， 兼具二者的基本特征。 无论是数字化的农

村基础设施， 还是传统农村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都有助于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以及农村经济转型。 对

于农民而言， 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意味着经营性收入的增加， 而农村经济转型不仅利于农业实现规模发展，
还带动了非农就业， 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１６］。

就传统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而言， 学者们对于传统基础设施发挥农民增收效应的结

论存在分歧。 例如， 彭妮娅 （２０１９） 研究发现教育设施投入的农民收入弹性系数高于其他脱贫举措， 对

于农民增收作用显著［１７］； 而吕新博等 （２０２１） 的研究表明， 教育基础设施度对农户的增收效应不显著，
其原因可能与农村教育质量及地区教育结构的侧重点有关［１８］。 菲博 （Ｆａｂｅｒ， ２０１４） 的研究结果表明， 交

通设施能够加深中国中心城市的集聚程度并产生 “虹吸效应”， 不利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及农户增收［１９］。
陈垚等 （２０２１） 认为交通基础设施能通过发挥 “涓滴效应” 以及促进非农就业等方式有效提高农村居民

收入［２０］。 部分学者针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农业减贫机制进行了阐析， 例如， 谢申祥等 （２０１８） 从促进农村

经济增长、 改善收入分配与减少交易成本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基础设施降低农村贫困的作用渠道［２１］。 张亦

然 （２０２１） 指出交通基础设施改善通过提高政府补贴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个渠道发挥减贫效应［２２］。 就数

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而言， 学者们主要基于现代信息网络等数字经济载体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

响视角， 阐析其收入影响效应。 例如， 杨柠泽和周静 （２０１９） 对互联网使用对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直接

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进行了检验， 认为互联网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 并且对低学历、 中老年

群体有更强的促进作用［２３］。 杨怡等 （２０２２） 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民融资约束， 更有

利于农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从而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提高［２４］。 此外， 夏炎等 （２０１８） 指出， 数字经济

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产生的消费导向型就业效应正逐步扩大， 使得非农就业占全部就业人数比例增

加［２５］。 非农就业率的上升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带动农村经济转型， 还能够促进土地流转，
使得剩余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众能够拥有更多的耕地、 用水等农业资源， 从而在农业生产率得到提升

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２６］。
综上， 现有研究对于客观认识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提供了较为深入的洞见， 但鲜见基于数字

基础设施的角度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机制与效应。 鉴于此， 本文以 “宽带中国” 政策作为准自然实

验， 基于 ２８４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的面板数据， 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

影响效应， 并进一步探讨作用机制、 异质性以及溢出效应， 为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农民增收效应提供相

应的数据支撑及政策启示。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１） 从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两个角度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民增收效应进

行研究， 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农村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 （２） 对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作用于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结合区位、 城市规模、 基础设施存量等异质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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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以及溢出效应检验， 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三、 政策背景、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 “宽带中国” 战略的政策背景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 中国的互联网网民数从 １. １ 亿人增至 ６. ２ 亿人，
成为世界上互联网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 互联网普及率从 ８. ５％提高至 ４５. ８％， 年平均增速高于 ＧＤＰ 增

速， 但与此同时， 仍存在宽带网络公共基础设施定位不明确引致的投资不足、 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
发展环境不完善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 国务院在 ２０１３ 年印发了 《 “宽带中国” 战略及实施方案》， 旨在加

强宽带网络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加快构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

入新活力， 提供新动力。 在 “宽带中国” 战略部署下，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陆续公布了三批共 １１７ 个城市 （群） 作为 “宽带中国” 试点城市， 并将各城市农村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列为 “宽带中国” 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 针对农村数字宽带发展提出了具体的

阶段性目标。
具体而言， “宽带中国” 政策中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措施包括： （１） 农村和城市实现同网同

速。 连续组织实施七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支持行政村通光纤建设， ２７ 个省份 １３ 万个行政村纳入试点，
其中包括 ４. ３ 万个贫困村， 部署约 ６ 万个 ４Ｇ 基站建设。 （２） 宽带网络推广普及有效改善农村生活。 高速

泛在的宽带网络为用户提供更高速、 更高质、 更广泛的信息连接， 农村电商成为农民销售农副产品、 就

地就近创业就业的重要途径。 （３） 城乡公共服务实现公平普惠。 推动建立实现就业、 社保、 教育等功能

统一接入的电子政务信息平台。 （４） 持续降低固定宽带及移动通信资费。 通过千兆光纤、 智慧家庭等新

兴业务带动， 运营商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均持续降低。
（二）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根据宏观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既是劳动力、 资金等各种要素投入的产出， 也是要素生产率提高

的结果。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促进资本要素的积累， 还能够产生新型生产要素———数据。 数据具

有共享性、 可复制性以及融合性， 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固有的稀缺性及排他性， 拓展了传统经济增长理

论的边界， 有利于改善传统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同时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然而， 现阶段农村地区

存在信息基础设施薄弱与信息技术资源不足的问题， 严重制约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加。 已有

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增强创新创业能力［２７－２８］，
上述三大因素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甚至社会经济增长都具有较为显著的作用［２９］。 据此， 本文认为数字基础

设施可能通过缩减城乡数字鸿沟、 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加大创新创业能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具体

分析如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缩减城乡数字鸿沟， 从而通过降低 “信息贫困” 引致的农村收益低下使农

民增收。 数字鸿沟是一个用于描述经济和社会成员之间普及和应用新兴信息技术方面不平衡状态的概念，
即在数字化进程中， 经济个体之间在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 信息基础设施普及、 信息获取处理能力上产

生差距， 使落后的个体面临 “信息贫困” 导致的收益差距［３０］。 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 以移动

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农村快速发展， 农村居民可以借助互联网载体随时随地学习知识和技术， 通

过知识溢出和学习模仿效应有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增收能力［３１］。 另一方面， 以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

为支撑的电商平台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消费者与生产者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农民在电子商务知识学习

与实践中对包括产品价格、 供需等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加深， 有利于实现产销高效对接［３２］。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村居民收入。 农村金融具有需求数额小、 借贷

周期短、 借贷分散化等特征， 传统农村金融服务与需求不匹配， 产生产品的逆向选择等问题， 制约农民

收入水平的提高， 故消除 “金融排斥” 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及改善农村收入状况的重要举措［３３］。 农村数

字基础设施的发展能促使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互联网、 云计算等信息网络技术， 打破金融实体网点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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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空间限制， 提高农村市场金融服务效率及资金使用效率， 使农村小微企业、 农户获得更多的金融机

会。 同时， 大数据的应用有利于对农村居民资金需求、 还贷能力、 风险状况进行更为高效的评估， 通过

线上系统快速完成批贷与放贷， 有效降低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与成本［３４］。 此外， “三农” 金融服务

模式及产品的创新能有效对接农业及农村发展的现实需求， 降低金融信息不对称， 通过金融服务提高农

村资本、 土地、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通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资金供

求的有效匹配和农民收入的改善［３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区域创新创业能力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之间也存在着传递关系。 一方面， 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区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 数字化发展为传统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数字技术与行业

之间的相互融合提高了行业运作效率， 并破除了行业及企业间存在的创新壁垒， 使得技术、 信息等要素

在企业、 行业、 地区之间快速流动， 创新要素成本显著降低， 进一步刺激企业的创新投入， 有利于区域

创新能力的提升［３６］； 另一方面， 区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增收。 无论是农村劳动力

转移到城市还是城镇居民返乡创业， 都拓宽了农村居民收入渠道， 带动农村居民就业， 提高农村居民收

入， 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３７］。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假设 ２：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缩减城乡数字鸿沟、 加快普惠金融发展和加大创新创业能力提高

农村居民收入。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可能并非单纯的局部增长问题， 很大程度上会通过技术扩

散、 启发效应、 资源优化配置等经济机制扩散或转移到邻近地区， 从而对邻近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产生

影响。 一方面， 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打破信息技术传输的地理距离屏障， 通过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等

数字技术提高数据的流动性、 获取性与扩散频率， 促进农村地区间知识和技术的充分传递和共享， 积极

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村地区在取得一定成效后， 会对邻近地区产生一定的启发与学习效应［３８］。 另

一方面，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能拓展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 生产要素不再受地理距离的约束，
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地区间再分配和优化组合， 形成各种要素汇聚的良性循环， 并催生诸多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 通过规模效应等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民收入［３９］。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３： 数字基础建设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相邻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四、 研究模型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究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提升农村居民收入， 这就需要精确识别二者

之间的因果效应。 “宽带中国” 政策为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进行实证分析创造了契机。 鉴于 “宽
带中国” 共包含三批次试点城市， 为克服传统 ＤＩＤ 模型仅适用于评估单一时点政策效果的局限性， 本文

构建渐进 ＤＩＤ 模型， 如式 （１） 所示：

ｌｎＩｎcｏｉｔ ＝ α０ ＋ α１ Ｔｉｍｅｉｔ × Ｇｒｏｕｐｉｔ ＋ ∑ α２ Ｃ 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

式 （１） 中， ｌｎＩｎcｏｉｔ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交叉项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表示 “宽带中国”
政策， 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代理变量， 其系数 α１ 反映 “宽带中国” 政策试点效果； Ｃ 表示控制变量

组成的向量集； μ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ｖ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 表示随机误差项。
同时， 为进一步讨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借鉴空间双重差

分相关文献［４０］， 在式 （１） 的基础上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 （ＳＤＩＤ）：
ｌｎＩｎcｏｉｔ ＝ α０ ＋ ρＷ × Ｉｎcｏｉｔ ＋ α１ Ｔｉｍｅｉｔ × Ｇｒｏｕｐｉｔ ＋ δＷ × Ｔｉｍｅｉｔ × Ｇｒｏｕｐｉｔ ＋

θ１ Ｃ ｉｔ ＋ θ２Ｗ × Ｃ ｉｔ μｉ ＋ ｖｔ ＋ （１ － λＷ） －１ εｉｔ （２）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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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２） 中， Ｗ 为使用城市之间地理结构差异距离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 ρ 为空间自相关系数； δ 为政

策的溢出效应 ， θ２ 为控制变量的溢出效应； λ 为随机扰动项的空间自相关系数。 式 （２） 为空间双重差分

模型的一般形式， 根据 ρ 、 δ 、 θ２ 、 λ 的值是否显著为 ０ 可以将空间 ＤＩＤ 模型分为三种空间计量模型： 若 ρ
＝ δ ＝ θ２ ＝ ０， 则模型为空间误差双重差分模型 （ＳＥＭ－ＤＩＤ）； 若 δ ＝ λ ＝ ０， 则模型为空间滞后双重差分模

型 （ＳＬＭ－ＤＩＤ）； 若 λ ＝ ０， 则模型为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 （ＳＤＭ－ＤＩＤ）。 后文将通过进一步检验对以上

模型进行选取。
（二） 平行趋势检验

应用双重差分法的重要前提条件为实验组样本与对照组样本满足平行趋势条件， 即在试点政策实施

前， 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农村居民收入应该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 为防止偏误， 下面参考已有研

究［４１］， 设定动态效应模型对实验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农村居民收入变化的平行趋势进行检验， 如式 （３）
所示：

ｌｎＩｎcｏｉｔ ＝ θ０ ＋ ∑
k ＝ ５

k ＝ －６
θk Ｔｉｍｅｉｔ × Ｇｒｏｕｐｉｔ ＋ ∑ θｎ Ｃ 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３）

式 （３） 中， Ｔｉｍｅ 代表 “宽带中国” 战略实施前后每一年的时间虚拟变量。 以政策实施时间为基准

年， k 表示当年与基准年间隔的年份距离， 若 k ＜０， 该年份处在实施前； 若 k ＞０， 该年份处于实施后； 其

他变量定义与式 （１） 相同。 若政策实施前，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的系数不显著， 说明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农村居民收入变化趋势没有显著的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若政策实施后，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的系数大

于零且显著， 说明 “宽带中国” 战略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图 １ 的结果显示， 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没有显著性差异， 即满足平行趋势

假定。 并且通过检验发现， 政策在实施当年并没有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效应在政策实施两年后开始显现， 且影响效果逐渐增大， 说明 “宽带中国” 战略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具有累积效应， 存在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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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注： 虚线代表每个点估计 ９５％水平的置信区。

（三） 变量定义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收入 （ ｌｎＩｎcｏ ）， 参照学术界的普遍做法， 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来

衡量。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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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将 “宽带中国” 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作为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的衡量指标。 依照城市是否入选为试点城市设置虚拟变量， 记为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 具体而言， 入

选 “宽带中国” 政策试点城市设置为 １， 反之设置为 ０； 政策实施后设置为 １， 实施前设置为 ０。
３. 机制变量

本文的机制变量包括三类。 一是城乡数字鸿沟变量 （ Ｄｉｖｉｄｅ ）， 用农村互联网使用率与城镇互联网使

用率的比值表示， 如式 （４） 所示， Ｄｉｖｉｄｅ 数值越大， 即农村互联网使用率与城镇互联网使用率的比值越

大， 城乡数字鸿沟越小。 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变量 （ Ｄｉｆ ）， 参考张勋等 （２０２０） ［４２］ 的做法， 采用城市层面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衡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该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

金服集团共同编制， 较为全面地覆盖了城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 由于该指数 ２０１１ 年开始公布， 因此

整体样本观测值为 ２ ５５６ 个。 三是创新创业变量 （ ｌｎＰｔ ）， 该变量主要衡量地区创新创业水平， 用地区专

利授权总量来表示。 式 （４） 的形式为：

Ｄｉｖｉｄｅｉ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ｉ
Ｐｏｐｒｉ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ｉ
Ｐｏｐｕｉ

（４）

其中， Ｄｉｖｉｄｅｉ 为 ｉ 市数字鸿沟变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ｉ 为 ｉ 市农村互联网用户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ｉ 为 ｉ 市城镇互联网用户

数， Ｐｏｐｒｉ 代表 ｉ 市农村人口数量， Ｐｏｐｕｉ 代表 ｉ 市城镇人口数量。
４.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的文献， 控制了以下可能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变量： （１） 经济发展水平 （ ｌｎＧＤＰ ）， 采用

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形式进行测度； （２） 产业结构， 分别采用地区第一产业产值占比 （ Ａgｒｉ ）、 第二产

业产值占比 （ Ｉｎｄｕ ） 进行衡量； （３） 金融发展水平 （ Ｌｏａｎ ）， 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比来衡

量； （４） 教育支持水平 （ Ｅｄｕ ）， 采用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之比来衡量； （５） 城镇化水平 （ Ｕｒｂ ），
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 即城镇化率来表示。

（四） 数据来源

为保证样本数据的连续性和可得性， 结合行政区划调整和数据缺失的情况， 本文选定的实证样本最

终包含中国 ２８４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样本时间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其中， 由于 “北
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于 ２０１１ 年开始编制， 故数字普惠金融变量的测度始于 ２０１１ 年。 其他经济社会

数据均来自各年份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市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Ｉｎcｏ 农村居民收入 ２ ８４０ １. １８８ ０. ５２１ ０. ２３０ ３. ７４１

核心解释变量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宽带中国” 政策 ２ ８４０ ０. １７９ ０. ３８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控制变量 ｌｎＧＤＰ 经济发展水平 ２ ８４０ ７. ２９５ ０. ９２９ ４. ６４５ １０. ５５

Ａgｒｉ 第一产业产值占比 ２ ８４０ ０. １２３ ０. ０７８ ０. ００３ ０. ４９９

Ｉｎｄｕ 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２ ８４０ ０. ４７１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７ ０. ８２２

Ｌｏａｎ 金融发展水平 ２ ８４０ ０. ９６３ ０. ６２２ ０. １１８ ５. ７８９

Ｅｄｕ 教育支持水平 ２ ８４０ ０. １７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８ ０. ５１７

Ｕｒｂ 城镇化水平 ２ ８４０ ０. ５３３ ０. １４９ ０. １９７ ０. ９７６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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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变量类别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机制变量 Ｄｉｖｉｄｅ 数字鸿沟 ２ ８４０ ０. ３９１ ０. ２３６ ０. ００１ ０. ９９８

Ｄｉｆ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２ ５５６ １. ６５２ ０. ６５４ ０. １７０ ３. ２１６

ｌｎＰｔ 创新创业 ２ ８４０ ０. ２７１ ０. ４０６ ０. ００１ ２. ６５１

五、 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对 “宽带中国” 政策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 结果见表

２。 在列 （１） 中仅将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 “宽带中国” 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 在

列 （２） —列 （７） 中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后， “宽带中国” 政策仍然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提高了农村居民

收入。 假设 １ 得到验证。 即， 一方面，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减了城乡数字鸿沟， 通过促进农村人力资本水

平的提升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另一方面，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极大地

提高了农村传统金融服务效率， 为农村居民创收提供助力； 此外，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技术、 信

息等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 从而刺激企业的创新投入， 使得传统产业得以升级改造， 同时引导新兴产业

发展， 带动农民就业与创业。
就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而言， 回归结果大多符合经济学预期。 第二产业占比对农村居民收入贡献为

正但不显著， 原因可能在于， 城市化和工业化交融发展引致了乡村工业发展 “走向城镇” 和规模缩减，
乡村工业的发展在地理空间上 “让位”。 教育支出水平变量的系数不显著性， 表明农村教育投入显效需要

匹配产业结构升级特征、 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 提升农民参与教育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上述问题若

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将制约农村教育投入的产出效应。 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村金融水平与城市金融水平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不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下农村金

融不能充分发挥完全的作用。

表 ２　 “宽带中国” 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ｌｎＧＤＰ ０. １２７∗∗∗ ０. １８０∗∗ ０. １６７∗∗ ０. １６８∗∗ ０. １６６∗∗∗ ０. １７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３）

Ａgｒｉ ０. ７３７∗∗∗ ０. ８１０∗∗∗ ０. ８０１∗∗∗ ０. ８０１∗∗∗ ０. ６９７∗∗∗

（０. ２１４） （０. ２３９） （０. ２４０） （０. ２４１） （０. ２２５）

Ｉｎｄｕ ０. １０３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３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３）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０）

Ｌｏａｎ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Ｅｄｕ ０. １３７ ０. １２６

（０. ２０６） （０. ２０３）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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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Ｕｒｂ ０. ６０９∗∗

（０. ２４２）

常数项 ０. ６６９∗∗∗ －０. １９９ －０. ６６１∗∗ －０. ６３３∗∗ －０. ６４６∗∗ －０. ６５８∗∗ －０. ４１６

（０. ０１０） （０. ２１０） （０. ２７９） （０. ２７９） （０. ２８８） （０. ２９２） （０. ２８６）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８９８ ０. ９００ ０. ９０１ ０. ９０１ ０. ９０１ ０. ９０２ ０. ９２３

观测值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后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采取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１. 基于样本匹配后再检验

通常而言， 政策试点城市并不是随机选择的， 而是将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城市区域分布等因

素进行综合考量之后选取， 这会导致模型中试点城市样本面临自选择偏差的问题。 因此， 本文利用倾向

得分匹配 （ＰＳＭ） 方法对样本进行筛选匹配， 以消除自选择偏差的干扰， 在此基础上进行双重差分估计。
ＰＳＭ 分析后的选择偏差降至 １０％以内， 平衡性检验通过。 表 ３ 第二列报告了 ＰＳＭ－ＤＩＤ 的回归结果， 与表

２ 的结果相比较， 试点政策的农民增收效应仍显著为正， 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样本匹配后再检验 剔除其他政策影响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０）

Ｔｉｍｅ × ＳＣＣ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２９５∗∗ －０. ４４０

（０. １４３） （０. ２８９）

年份 控制 控制

城市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９０６ ０. ９０４

观测值 ２ ７８９ ２ ８４０

２. 剔除其他政策影响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发布了三批次智慧城

市试点名单， 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提高地方

信息化发展水平，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

一定的影响［４３］。 为消除该项试点政策干扰，
本文进一步设立双重差分变量 Ｔｉｍｅ × ＳＣＣ ，
若城市 ｉ 在 ｔ 年入选了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则 Ｔｉｍｅ × ＳＣＣ ＝ １， 否则为 ０。 将双重差分变

量加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表 ３ 第三列

显示，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说

明前文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３. 工具变量法

为避免 “宽带中国” 政策可能存在的内

生性问题导致基准模型回归的偏差， 本文参

考孙传旺 （２０１９） ［４４］ 的研究， 将城市地形起

伏度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方面， 地形起伏度是影响数字基础设施

造价的重要指标， 很大程度决定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与投资。 另一方面， 地形起伏度是城市所特

有的地理变量， 能够较好满足外生性假定。 表 ４ 报告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对工具变量进行

估计的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Ｆ 统计量远高于 １０， “弱工具量” 问题排除， 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

有效的；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宽带中国” 政策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仍显著为正， 证明了前文回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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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的稳健性。 与之前的回归结果相比， 政策效应估计系数略微增大， 说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一定程

度低估了政策效应。

表 ４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２ＳＬＳ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变量 ｌｎＩｎcｏ

ＩＶ ０. ４５４∗∗∗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年份 控制 年份 控制

城市 控制 城市 控制

Ｒ２ ０. ４５４ Ｒ２ ０. ４８２

观测值 ２ ８４０ 观测值 ２ ８４０

Ｆ １７８. ０４

（三） 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假设 ２ 的理论分析， 本文认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通过缩减城乡数字鸿

沟、 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加大创新创业

能力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参考文雁兵等

（２０２２） ［４５］的做法， 对上述三个作用渠道依

次进行机制检验。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通过缩减城乡数

字鸿沟来降低 “信息贫困” 引致的农村收益

低下， 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为验证

这一作用机制， 基于前文变量说明， 本文将

城乡数字鸿沟变量 （ Ｄｉｖｉｄｅ ） 作为机制变量

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５ 列 （１） 至 （３）
所示。 列 （１） 中被解释变量 Ｄｉｖｉｄｅ 的估计

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

降低了城乡数字鸿沟。 进一步地， 本文考察城乡数字鸿沟降低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列 （２） 和列 （３）
的结果显示城乡数字鸿沟降低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降低有利于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由此可见，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可以通过降低城乡数字鸿沟而促进农村居民收入

增长。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通过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缓解 “金融排斥” 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 从而

改善农村经济结构， 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为验证该作用机制， 本文采用数字普惠金融 （ Ｄｉｆ ） 作为机制变

量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５ 列 （４） 至 （６） 所示。 列 （４） 中被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 （ Ｄｉｆ ）， 可

以看到， Ｄｉｆ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快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进一步地， 本

文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列 （５） 和列 （６） 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

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由此可见， 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确实可以通过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作用渠道。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通过加大区域创新创业能力而拓宽农村居民就业面， 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水平。 为了验证该作用机制， 本文采用区域创新创业 （ ｌｎＰｔ ） 作为机制变量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５
列 （７） — （９） 所示。 列 （７） 中被解释变量为区域创新创业 （ ｌｎＰｔ ）， 可以看到， ｌｎＰｔ 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正， 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区域创新创业能力。 进一步地， 本文考察数字区域创新创业能

力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列 （８） 和列 （９） 的结果显示区域创新创业能力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说明区域创新创业水平提升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由此可见，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可

以通过加大创新创业能力而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即加大创新创业能力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农村

居民收入的重要作用渠道。
综上，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通过缩减城乡数字鸿沟、 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加大创新创业能力

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三个作用渠道均被验证， 假设 ２ 成立。 通过计算可知， 三种作用渠道的效应占比分

别为 １６. ４％、 １４. ９％、 ２６. １％。 较其余两个作用渠道而言， 区域创新创业能力对农村居民收入发挥的作用

更大， 这可能是因为创新创业能力可以直接带动农民创业、 就业， 从而提升农村居民收入； 而数字鸿沟

现象目前仍然存在， 因此缩减数字鸿沟只能发挥不完全的增收效应； 对数字普惠金融而言， 发挥的效应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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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最小， 这可能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多为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以及向个体、 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提供支

持， 因此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存在滞后性。

表 ５　 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Ｍ ＝ Ｄｉｖｉｄｅ Ｍ ＝ Ｄｉｆ Ｍ ＝ ｌｎＰｔ

Ｍ ｌｎＩｎcｏ ｌｎＩｎcｏ Ｍ ｌｎＩｎcｏ ｌｎＩｎcｏ Ｍ ｌｎＩｎcｏ ｌｎＩｎc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机制变量 ０. ４０３∗∗∗ ０. ３８４∗∗∗ ０. ６０８∗∗∗ ０. ５９６∗∗∗ ０. ５３１∗∗∗ ０. ５２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８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１）

中介效应占比 ０. １６４ ０. １４９ ０. ２６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 ５６２∗∗∗ －０. ５６３∗ ０. １４２ －０. ３６４∗∗∗ －０. ２７８ ０. ３１６ －０. １５７ ０. ３１９ ０. ３３８∗

（０. ０９６） （０. ３０７） （０. ２１５） （０. １００） （０. ２５３） （０. ２０２） （０. １８２） （０. ２４７） （０. １９１）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８７９ ０. ９０２ ０. ９２６ ０. ９６５ ０. ９０５ ０. ９２５ ０. ９４７ ０. ９２３ ０. ９６１

观测值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２ ５５６ ２ ５５６ ２ ５５６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四） 异质性分析

１. 区域异质性

中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情况存在差距， 特别是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明显， 而这些差异

往往会使得政策效果有所不同， 据此， 本文按照城市所属区域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以

及西部城市，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６ 列 （１） —列 （３） 所示。 结果显示， 相较于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与中

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显著性更强， 表明在经济发展程度、 人力资本水平、
科学技术基础较好的区域， 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能更好地与农村产业相融合， 扩宽农村居民的收入渠道。

２. 规模异质性

规模异质性意味着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在产业发展、 资源禀赋以及科技、 生产投入等方面存在一定

差异， 导致政策效果会有所不同。 本文采用 ２０２１ 年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公布的 《中国城市新分级名单》①

对样本城市进行划分然后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 ６ 列 （４）、 列 （５） 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 “宽带中国” 政

策显著提高了大中城市内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而对于小城市而言， 政策效果并不显著。 原因可能为在

科技水平较低， 投入资金相对不足的小规模城市， 数字化往往无法与农村传统产业相融合， 农村居民对

于互联网使用的需求不足， 因此小城市内农村居民难以在短期内享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效益。
３. 传统基础设施发展程度异质性

为验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在不同传统基础设施发达程度地区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借鉴刘传明和马青山 （２０２０） ［４６］的方法， 根据城市道路面积的均值对城市样本进行划分， 高于均

值为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 低于均值为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地区， 回归结果如表 ６ 的列

０３

① 《中国城市新分级名单》 将中国城市划分为一线、 新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五线 ６ 个等级。 本文将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和二

线城市定义为大规模城市， 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定义为中等规模城市， 而五线城市定义为小规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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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列 （７） 所示。 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 表明

在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 “宽带中国” 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有着显著影响， 而传统交通基础设

施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上述结论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并非能完全替代传

统基础设施， 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传统基础设施越发达， 数字基础设施越能发挥对农村居民收入

的增收效应。

表 ６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区域 规模 传统基础设施水平

东部

（１）
中部

（２）
西部

（３）
大中城市

（４）
小城市

（５）
高

（６）
低

（７）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０. ０７８∗∗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５. ７８８∗∗∗ －１. ２５５∗∗∗ ０. ９５９ －０. ４２９ ０. ５３８∗ －０. ７８７ －０. ２６２

（０. ５８３） （０. ４４３） （０. ５０１） （０. ４００） （０. ２８１） （０. ５２７） （０. ３４３）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８５９ ０. ９４６ ０. ９２９ ０. ９０４ ０. ９４２ ０. ９２６ ０. ８９４

观测值 ９９０ １ ２３０ ６２０ ２ ０１０ ８３０ １ ２５０ １ ５９０

（五）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一项政策的实施可能并非单纯的局部问题， “宽带中国” 政策可能通过区域间经济联系对邻近区域产

生影响， 即政策实施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与基准 ＤＩＤ 法相比， 空间 ＤＩＤ 法放松了个体处理效应稳定

假设， 可以解决政策效应的空间溢出问题。 在进行空间 ＤＩＤ 分析前， 首先需要对研究变量进行空间自相

关检验， 以判断变量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 本文选取莫兰指数 （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验证反距离矩阵下农村居民

收入的空间自相关性， 表 ７ 的结果显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

著为正， 表明农村居民收入在空间维度上呈现正相关性。 其次， 对空间计量模型设定进行选择， 结果如

表 ８ 所示， 空间滞后双重差分 （ＳＬＭ－ＤＩＤ） 模型与空间误差双重差分 （ＳＥＭ－ＤＩＤ） 模型的拉格朗日乘数

（ＬＭ）、 似然比 （ＬＲ） 以及沃尔德 （Ｗａｌｄ） 检验结果均拒绝空间杜宾双重差分 （ＳＤＭ－ＤＩＤ） 模型可以退

化为 ＳＬＭ－ＤＩＤ 或是 ＳＥＭ－ＤＩＤ 的假设， 因此应选用 ＳＤＭ－ＤＩＤ 模型。 具体的空间 ＤＩＤ 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表 ７　 农村居民收入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

年份 Ｍｏｒａｎ’ ｓ Ｉ 年份 Ｍｏｒａｎ’ ｓ Ｉ

２０１０ ０. １５３∗∗∗

（３０. ４９１）
２０１５ ０. １５８∗∗∗

（３１. ４５８）

２０１１ ０. １５４∗∗∗

（３０. ５５７）
２０１６ ０. １５８∗∗∗

（３１. ４７０）

２０１２ ０. １５３∗∗∗

（３０. ３１９）
２０１７ ０. １６３∗∗∗

（３２. 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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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年份 Ｍｏｒａｎ’ ｓ Ｉ 年份 Ｍｏｒａｎ’ ｓ Ｉ

２０１３ ０. １６１∗∗∗

（３２. ０４０）
２０１８ ０. １６５∗∗∗

（３２. ７０９）

２０１４ ０. １５８∗∗∗

（３１. ３３９）
２０１９ ０. １６５∗∗∗

（３２. ８２７）

　 　 注： 括号内为 ｚ 统计值。

表 ８　 ＳＬＭ－ＤＩＤ 模型与 ＳＥＭ－ＤＩＤ 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ＬＭ ＬＲ Ｗａｌｄ

ＳＬＭ－ＤＩＤ １４１４. ３０６∗∗∗ ３２８. ６２∗∗∗ ２５. ４５∗∗∗

ＳＥＭ－ＤＩＤ １０９９. ２７０∗∗∗ １０４. ４２∗∗∗ ３１. ２５∗∗∗

表 ９ 的结果显示， 当考虑政策实施的空间相关时， “宽带中国” 政策在两个方向上影响农村居民收入

水平。 一是双重差分项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系数显著为正， 证明与非试点城市相比， “宽带中国” 试点城市中农

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提升， 即 “宽带中国” 政策对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存在正向直接影响效应。 另一方

面， 双重差分空间加权项 Ｗ ×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的系数为正， 且在 ５％水平上显著， 说明 “宽带中国” 政策不

仅对于试点城市的农民收入产生正向影响， 还对邻近城市产生间接正向影响， 即 “宽带中国” 政策对农

村居民收入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假设 ３ 得到验证。

表 ９　 ＳＤＭ－ＤＩＤ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ＳＤＭ－ＤＩＤ ＬＲ＿Ｄｉｒｅcｔ ＬＲ＿Ｉｎｄｉｒｅcｔ ＬＲ＿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cｏ ｌｎＩｎcｏ ｌｎＩｎcｏ ｌｎＩｎcｏ

ρ ０. ９７７∗∗∗

（０. ００７）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７）

Ｗ × Ｔｉｍｅ × Ｇｒｏｕｐ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０∗∗∗ ６. ３５０∗∗ ６. ４２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３） （３. ０５６） （３. ０６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 ×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２４６ ０. ２４６ ０. ２４６ ０. ２４６

观测值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２ ８４０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 也是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 当前， 要在

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促进共同富裕，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最艰巨最繁重的

任务仍然在农村， 重点是要让农民富起来， 难点在如何让农民持续增收。 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产物，
数字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创造了新的农村经济发展载体， 从多个维度对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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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模式进行了升级和重塑， 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视角研究农民增收议题不乏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

了新的思路。 通过分析， 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数字鸿沟的缩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创新创业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机制。 第

二，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规模异质性及传统基础设施发展程

度异质性。 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 大中规模城市以及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地区， 数字基础设施的增

收效应较为明显； 而在西部地区、 小规模城市以及较低传统基础设施水平的地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

收效应不明显。 第三，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周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

于上述研究结论， 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 各区域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目前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仍有

显著的差距， 因此需要进一步贯彻实施 “宽带中国” 战略， 围绕 ５Ｇ、 大数据、 云计算等数字化基础设施

进行外延、 辐射， 有序扩大试点城市实施范围， 以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收效应。 各试

点地区应结合当地资源禀赋、 科技水平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 因地制宜地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 抓住政策机遇有效促进农业与农村的发展。
其次， 应探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多维路径。 为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农

村居民增收效应得以最大化， 各地政府可从三方面入手： （１） 充分推广互联网覆盖与应用， 实现宽带应

用深度融入生产生活、 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 并形成较为健全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以缩减农村

居民面临的 “数字鸿沟”。 （２） 促进数字经济与普惠金融相结合。 加强顶层设计，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需求

领域、 供给领域、 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因素， 制定出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和实施细则； 创新数字普惠

金融工具， 探索构建服务不同群体的多元化、 多层次的现代数字普惠金融体系； 引导金融资本、 数字资

本等流向农村地区， 破除农民创业中出现的资金障碍问题， 提高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３） 积极

推进农民创业创新， 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 加大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 鼓励回乡创业并实施相关优惠政

策， 以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为目标， 以农民为主体， 通过落实政策、 搭建平台、 培育人才、 总结模式、 强

化服务等方式， 激发农民创业创新活力， 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
最后， 试点城市应充分发挥对于周边地区农民收入的带动作用， 同时加强与不同发展水平城市之间

的合作， 以促进知识、 技术的溢出， 推进落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与实体经济相融合， 从而充分发挥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的空间溢出效应， 实现农村居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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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夏炎，王会娟，张凤，等．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非农就业影响研究――基于投入占用产出模型［ Ｊ］ ．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８，３３

（７）：７０７－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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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曾亿武，孙文策，李丽莉，等．数字鸿沟新坐标：智慧城市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Ｊ］ ．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２２（３）：１６５－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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